
合理组合财政政策，有效促进环境保护

于泽

摘 要： “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国已经通过治理污染投资等方式做出了很

大努力，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据此设计相应的政策。我国环

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和经济增长。一些不当的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

促进民生的财政政策和能源市场化，我们可以解决人口压力和不当政策导致的环境污染问

题。在垄断行业实施规制，同时在“肮脏”行业实行环境税，可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

污染排放问题，并可能创造环境质量改进和经济福利提高的“双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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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不过，伴随着快速

的经济增长，我国的能源消耗高速增长，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导致生态日益恶化，环境问题

越来越严重。这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我

国提出，“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
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ＣＯＤ）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全国设

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７０％，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６０％以上。

表1 环境污染损失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要完成上述减排目标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必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配合财政

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完成。要解决污染排放问题，需要明确问题的原因。我国环境污染的

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和经济增长。一些不当的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

通过促进民生的财政政策，例如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投资，与能源市场化，我们可以解决人口

压力和不当政策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垄断行业实施规制，同时在“肮脏”行业实行环境

税，可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污染排放问题，并可能创造环境质量改进和经济福利提高

的“双红利”。

二、环境质量现状

环境质量是一个多维的问题。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阳光、土壤和周围的各种生物。我

们需要呼吸，需要饮水，需要土壤的肥力获得农产品。因此，要说明环境问题需要一个综合

性的测量指标。不过，基于我国的国情，在本报告中我们重点关注空气、水和固体废弃物的

情况1。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直接经济损

失（万元）

12272.4
4640.9 3374.9 36365.7 10515.0 13471.1

1 我们没有关注土壤退化、林木减少、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并不表示这些问题不重要，此处省略是限于篇幅。



空气质量主要关注氨氮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表2的数据表明，二氧

化硫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是我国最重要的两种空气污染来源。这两种污染物都对人体产生了

巨大危害。短期接触二氧化硫会加重呼吸道疾病，长期接触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包括

支气管炎。烟尘排放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的含量。固体颗粒物的吸入同样会增加呼吸系统

的疾病。通过损害人类健康，空气污染降低了人群的潜在生产能力，增加了医疗支出，减少

了可能的资本投资，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威胁。

表2 空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测量水质量的主要指标是其溶氧量。水中溶解的氧气是水生物赖以生存的条件。工业废

水的排放增加了很多有机物质进入水中，导致以之为食的微生物数量急剧增加，增加了水中

氧气的消耗，导致其他水生物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化学需氧量从另外一个角度衡量了水

中氧气的含量。它表明了污染物会消耗多少氧气。这些污染的水会造成很大的健康和经济危

害。饮用和利用这些水洗浴会产生疾病和中毒，同时污染的水域也会容易发生水源型传染病 。

水中生物的大量死亡会导致水域经济效率的降低。同时，水质污染导致我国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和资金用于净化水，从而挤占这部分时间用于其他经济领域的效益，阻碍了经济增长。

表3 水污染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数量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增加。这对于空气、水和土壤都有很强的污

染作用。如果这些废弃物渗透入地下水，由于地下水的自清洁能力较弱，会造成长期污染，

对于整个环境有着不可想象的破化作用。同时，工业废弃物中有一些化学成分可能产生的环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工业废气

（亿标立方

米）

10863 175257 198906 237696 268988 330990

增速 8.95% 13.49% 19.50% 13.16% 23.05%
来自燃料

燃烧比重
58.14% 59.21% 58.54% 58.78% 57.71% 54.88%

氨氮排放

量（万吨）
125 129 129 133 150 141

增速 3.20% 0.00% 3.10% 12.78% -6.00%
二氧化硫

（万吨）
1947 1927 2159 2255 2549 2589

增速 -1.03% 12.04% 4.45% 13.04% 1.57%
烟尘排放

量（万吨）
1070 1013 1049 1095 1183 1089

增速 -5.33% 3.55% 4.39% 8.04% -7.95%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废水排放

量(亿吨)
433 439 459 482 525 537

增速 1.39% 4.56% 5.01% 8.92% 2.29%
化学需氧

量排放量

（万吨）

1405 1367 1333 1339 1414 1428

增速 -2.78% -2.55% 0.45% 5.30% 0.98%



境作用人类还不得而知，所以，其潜在破坏性还无法估计。

表4 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除了从污染对象角度对于环境污染分类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污染范围和污染空间对于

我国的污染物进行分类。从污染的范围来看，污染物可以分为本地污染物和区域污染物。本

地污染物主要损害污染源附近的环境，区域污染物损害范围远远大于污染源。这二者并不是

互相排斥的，同一种污染物可以既是本地污染物又是区域污染物。从污染空间看，有些污染

物主要污染地表环境，这被称为地表污染物。有些污染物对于上层大气空间有很大的影响，

这被称为全局污染物。我们可以分类如下：

表5 污染物分类

在这里主要看一下温室气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是炭的吨数每千立方米）。鉴于

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处仅仅考虑来自于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今

年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增加的趋势，这导致了我国在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受到了很大的

国际压力。

表6 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分析中心。

针对环境问题，我国进行了大量的环境治理工作。利用国际通行的污染控制成本（PAC）

支出，主要是包括治理污染投资、排污设备运行费用、降低污染补贴等。不完全估计，我国

成本可以参见表7。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成本在缓慢上升，但是比重与西方国家1%～2%的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 年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万吨）

88840 94509 100428 120030 134449 151541

增速 6.38% 6.26% 19.52% 12.01% 12.71%

本地污染物 区域污染物

地表污染物 水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 水污染

全局污染物 氨氮、二氧化硫、工业烟尘 氨氮、二氧化硫、温室气体

来自燃料燃

烧的总排放

量

增速 来自气体

燃料

来自 液体

燃料

来自 固体

燃料

来自 水泥

制造

1995 872707 11582 115918 680484 64724

1996 911460 4.44% 12137 124991 707529 66802

1997 897480 -1.53% 12052 135028 680804 69595

1998 847966 -5.52% 13783 134586 626701 72896

1999 888387 4.77% 14894 146368 649198 77928

2000 910820 2.53% 16320 159124 654184 81192

2001 933251 2.46% 18329 161882 663138 89901

2002 989567 6.03% 19900 170308 700758 98600

2003 1159593 17.18% 21850 186864 833636 117243

2004 1366554 17.85% 19520 232395 982720 131920

污
染

范
围

污
染

空
间



比重相差不大。

表7 环境治理成本

数据来源：《2007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总的来看，我国的空气和水污染状况已经十分严重。这对于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

巨大威胁，同时，这些污染也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一定的潜在阻碍，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

要控制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然后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

确手段。

二、环境问题根源识别

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环境问题来自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经济增长。短期来看，我国

一些不太适当的经济政策对于环境问题起到了加剧的作用。

（一）人口压力和经济增长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到2006年底，我国总人口为13亿1448万。要满足这么

多人口的生存，必然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总量巨大就必然要求经济总

量增大，来满足人口的需要。作为经济产品的副产品，污染的数量就必然十分巨大。

近年来我国乡村人口在逐渐减少，城市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前面描述的二氧化硫排放

量巨大就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机动车数量的迅猛增长密切相关。城镇家庭居民平均每百

户拥有家庭汽车数量从1999年底的0.34辆增长到2006年底的4.32辆。同时，城镇消费模式带

动使得摩托车在农村也开始普及，平均每百户拥有量从1990年底的0.89辆增长到2006年底的

44.59辆。这也加剧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图1 城镇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虽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贫困人口数量已经迅速下降。但是，到2007年12月，我国城

市社会最低保障人口超过2270万,农村社会最低保障人口超过3451万，特困人口超过30万 。

这些人口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他们会更多地暴露在街道上，呼吸污染的空气，会利

用更多的生物材料——例如木材——进行取暖和做饭，从而产生更多的室内烟雾污染。农村

的贫困人口必须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而不会去关注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性

开发。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总之，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城市化进程和贫困人口数量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长期推动因素。人类必须生存在环境之中，巨大的人口是环境质量的最大压力。

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环境污染。彭水军、包群（2006）考虑了废水排

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占GDP比重 1.29 1.41 1.46 1.48 1.60 1.62



物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收入变化是导致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但环境质量变

化却不是引起收入变化的原因。

（二）政策失调

我国的一些政策也对环境污染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是能源价格市场化不

足。能源消费对于我国的空气污染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我国煤炭消费量的一半投入到了电

力和热力供应行业，同时，电力和热力供应行业也贡献了 59％的二氧化硫释放量，45％的

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气中 57.88%来自于燃料燃烧。在后面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工

业废气是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污染问题。所以，能源问题在环境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测量了能源消费增长率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率。表 5
概括了 1990年以来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可以看到，这两个系数在近

年来居高不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1990 年仅仅为 0.47，而在2004 年增加到了 1.59。电力消

费弹性系数从 2000年后一直高位运行。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的使用没有体

现集约化，反而有更加粗放的倾向。

表 8 历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数据来源：《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能源消费的不可持续性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不是简

单地降低能源强度，而是在保证产出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条件下降低能源强度。要实

现这点，需要考虑两种替代关系：（1）能源与非能源之间的替代，即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能源

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替代；（2）生产过程中不同能源之间的相互替代。相对而言，在

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二种替代关系体现地更明显。例如，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气机的广泛应

用。这个过程本身，实际上是煤炭代替了水力，提高了能源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有效的相对价格体系能够高效地实现这两种替代关系。在功能良好的能源市场，企业为

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会在当前的能源与非能源生产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成本最

小的生产方式。消费者会根据能源的价格，选择投资何种节能设备，决定能源与其他产品的

相对购买量。

然而，我国能源市场的相对价格并不合理。如果是合理的价格体系，那么企业和消费者

就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最优的能源消费量，从而能源需求形成有效的引致需求。这样，

消费品价格会对能源价格具有引导作用。对我国的消费品价格与煤炭产品价格、石油产品价

格和电力产品价格之间进行葛兰杰因果检验（表 9），可以看到消费品价格与这些能源品价

格之间没有联系，从而消费品价格没有很好地反映能源价格。这种能源市场价格扭曲形成的

原因主要是来自于国内能源价格受到限制。所以，我国目前能源消费具有不可持续性主要源

自于能源市场的扭曲。

表 9 价格葛兰杰因果检验

年份 能源消费

弹性系数

电力消费

弹性系数

年份 能源消费

弹性系数

电力消费

弹性系数

1990 0.47 1.63 1999 0.16 0.80
1991 0.55 1.00 2000 0.42 1.13
1992 0.37 0.81 2001 0.41 1.12
1993 0.45 0.79 2002 0.66 1.30
1994 0.44 0.76 2003 1.53 1.56
1995 0.63 0.75 2004 1.59 1.52
1996 0.59 0.74 2005 1.02 1.30
1997 0.52 2006 0.87 1.32
1998 0.36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这种市场扭曲导致了能源的过度使用从而产生巨大的环境污染。我国需要逐步减少财政

对于能源价格的补贴，进行能源市场改革，构建合理的能源市场。不过，在构建能源市场的

时候，需要注意必须根据不同能源的特性设计不同的市场模式。国内目前对于能源市场改革

存在很多疑虑，这主要来自于电力市场改革结果并不太令人满意。然而，电力市场改革的问

题并不是因为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因为市场化的方式不正确导致的。国内电力市场改革初期

过于关注能量市场，将电力市场象普通商品市场一样构建。但是，电力本身是“易腐品”，

很难保存。所以，仅仅建立能量市场会导致电力市场出现周期性容量不足。象普通商品市场

一样引入竞争机制后，扩建或新建发电机组将由垄断电力部门的决策转向分散的发电公司的

决策。投资者会把投资决策建立在目前电价的基础上。电力价格高位运行的时候，将导致新

的发电容量投资，可能会导致将来一段时间的容量过剩。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的衰退，电力价

格降低，发电公司不再进行新的投资，从而过剩容量被吸收，并逐步导致高电价，从而开始

一个新的投资周期。这种行为使得发电容量市场出现“繁荣”/“衰退”周期的现象。这样

一个市场也对于提高能源效率不利，同时电网安全不容易维护，有害于能源安全。总之，有

效地能源市场能够很好地提高能源效率，但是在设计能源市场的时候必须根据不同能源的特

性，构建适应其技术特征的交易模式。

三、利用经济增长解决问题

我国的环境问题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压力和一些政策阻碍了价格自由波动导致的，实际上

我们可以做的首先一个方面是利用市场化改革发展经济，减轻贫困，同时来控制人口总量。

如果通过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进一步通过人力资本增长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就可

以有效的做到这点。贫困人口一般没有其他的生产要素可以利用，他们只有自己的劳动可以

依赖。如果对于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教育水平，让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同时可以在经济增长

中获得体现，那么就可以减少贫困人口，从而减少他们对于环境的压力。同时，通过教育等

手段提高全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减少人口出生率，因为这些人的机会成本更高，会减少生

育行为，从而可以控制人口。不过，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对于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我们Cobb-Douglas形式总量生产函数来核算一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函数形式为：

原假设 F值 P值 结论

煤炭产品价格不是消

费价格的葛兰杰原因

0.42845 0.65766 接受

消费价格不是煤炭产

品价格的葛兰杰原因

0.06775 0.93472 接受

石油产品价格不是消

费价格的葛兰杰原因

1.20136 0.32263 接受

消费价格不是石油产

品价格的葛兰杰原因

0.1248 0.88339 接受

电力产品价格不是消

费价格的葛兰杰原因

0.53974 0.59173 接受

消费价格不是电力产

品价格的葛兰杰原因

0.17563 0.84027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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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是劳动扩展型的生产率指数。我们也把 作为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t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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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国内研究，对于资本产出弹性 ，选取比较靠中间的数值0.5。α

我们记 表示真实GDP的年增长率， 表示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

t
Y

t

Yg
Y

=
̇

t
K

t

Kg
K

=
̇

表示TFP的年增长率， 表示劳动力的年增长率。由于考察的是离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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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的计算。由增长核算等式（2），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程来计算

历年的TFP的增长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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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平均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 我们采用明赛尔（Mincerian）方法计算。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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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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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是教育的明赛尔（Mincerian）回报系数。关于中国教育的明赛尔回报系数，文θ

献中有一定的争论。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我们用 来计算劳动力平均拥1( ) ( )h t tg t s sθ −= −

有的人力资本水平 的增长率。关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 的计算，在下面说明中将th ts

作进一步的阐述。

要素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的度量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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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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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t
g t

α资本的产出弹性 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100%＝ *100%

产出增长率

1 * ( )× *100%
( )

L

Y

g t
g t
α（－ ）劳动的产出弹性 劳动力的增长率

劳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100%＝
产出增长率

1 * ( )× *100%
( )

h

Y

g t
g t
α（－ ）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人力资本的增长率

人力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100% ＝
产出增长率

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100%-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劳动力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1978－1998年的名义GDP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8－2004年的数

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用各年的GDP缩减指数把名义GDP数据折算为1978年不变

价格的真实GDP。

文献中通常使用永续盘存法来核算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说明：

，其中 是第 年的资本存量， 是第 年的资本折旧率，1(1 ) /t t t t tK K I Pδ −= − + tK t tδ t 1tK −

是第 年的资本存量， 是第 年的名义投资额， 第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其1t − tI t tP t

中，我们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表名义投资额，可以在历年统计年鉴中查到。因此 ，

一旦我们知道了初始的资本存量，历年的折旧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就可以核算出历

年的真实资本存量。但是，在实际测算过程中，确定初始的资本存量，历年的折旧率以及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也恰恰是难点所在。文献中已有很多争论,张军等（2004）在张军和章

元（2003）的基础上估算了中国各省区的资本存量。本文基本上采用他们的核算方法。根据

张军等（2004）表2提供的数据设定1978年作为基年的初始资本存量为4392亿元（1978年价

格）。对于资本折旧率，根据张军等（2004）的建议我们设定为9.6％。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我们把张军和章元估算的全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1978－

2001固定资产价格指数，2002－2004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在2001年的基础上则根据统计年

鉴上公布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环比值计算而得。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根据永续盘存公式核算

了历年的资本存量。

文献中一般用历年从业人员数来作为中国劳动力的数据。但是，仔细观察一下历年

的从业人员数据，其中间存在重大缺陷：从业人员在1990年出现了突增，从1989年的55329

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63909万人，增幅达15.5％。显然，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王

小鲁和樊纲（2000）认为是由于1990年的人口普查将以往漏报人数包括进来的结果。他们的

处理办法是，将这增加的8580万人按1956－1973年期间历年人口出生量占累积量的比重为权

重进行分配并作适当平滑处理。他们还将1991－1998年期间的从业人员数进行了调整。本报



告1978－1990的从业人员数据采用王小鲁和樊纲（2000）核算的从业人员数据。1991－2004

年的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关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程度没有现成的度量数，需要根据历年的《中国人口统计

年鉴》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进行核算。1982年、1990年、200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提供了

按受教育程度分组的人口数量，其它年份则是千分之一人口的抽样调查。由于1987年、1993

年、1995年年鉴中没有报告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1983－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

年、1992年等年份的数据缺失，这为核算带来了困难。王金营（2001）用模型核算了从业人

员受教育的结构，他将从业人员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及以上，并给出

了这几种类型教育程度的结构比率。本文采用了王金营核算的1978－1998结构数据，并设定

每种类型的学历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2年、8年、11年、14年、16.5年、20.5年。然后，

按照如下公式核算1978－1998平均受教育年限，

（6）

6

1

it it
t

i t

s Ls
L=

=∑

其中， 代表学历层次， 是学历层次 对应的受教育年限， 是具有学历层次 的劳i its i itL i

动力人数， 是总从业人员数。2000－2004年的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各年《中国劳动统计tL

年鉴》。

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表10 1978－2004年真实GDP、各要素投入以及TFP的增长率

年份

GDP（Y）

的增长率

％

资本(K)

的增长率％

劳动力(L)

的增长率％

人力资(h)

的增长率％

TFP

的增长率

（%）

1978 － － － － －

1979 7.325031 9.264407 3.418059 1.6 0.367596

1980 7.51697 8.389528 4.011227 1.5 1.133184

1981 5.125017 8.015509 3.906498 1.4 -3.07197

1982 8.626035 10.23167 3.923913 1.2 1.89649

1983 10.34053 12.32633 3.135572 1.1 4.119154

1984 14.12925 13.59387 3.891097 1.0 9.773518

1985 12.63735 15.47987 3.759724 1.0 5.035109

1986 8.49356 15.68497 3.340536 1.1 -3.13838

1987 10.94949 13.32943 3.171936 1.3 4.097608

1988 10.67679 11.79024 3.149501 1.4 5.013845

1989 3.985484 6.438441 2.301882 1.6 -2.36936

1990 3.761752 5.165381 1.895522 0.6 -0.1374

1991 8.795739 6.571529 1.382997 0.8 8.836952

1992 13.31253 10.02359 1.158406 0.8 14.64306

1993 12.65346 12.93834 1.241612 0.7 10.42696



表11 1978－2004年各要素投入以及TFP在真实GDP增长中的贡献率

可以看到，我国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1%。其对于经济增长

1994 11.92308 12.95764 1.236802 0.8 8.851712

1995 9.989294 11.95426 1.106962 0.7 6.217363

1996 9.154947 11.30517 1.320224 0.9 4.784502

1997 8.471126 10.84336 1.083434 0.1 4.915454

1998 7.527733 11.54047 1.478952 0.7 1.336043

1999 6.898244 10.5658 1.065975 1.0 1.164713

2000 7.651698 9.863133 0.963215 2.3 2.177047

2001 7.044521 10.17382 1.295587 2.3 0.319639

2002 7.883807 11.15493 0.974354 0.9 2.738327

2003 9.208169 13.38796 0.934056 0.8 3.294325

2004 9.075449 14.4409 1.308046 1.0 1.401949

年份
资本在增长

中的贡献率％

劳动力在增

长中的贡献率％

人力资本在增

长中的贡献率％

全要素生产率在

增长中的贡献率％

1978 － － －

1979 63.23801 23.33136 10.92146 2.509178

1980 55.80393 26.68114 9.977425 7.537505

1981 78.19983 38.11205 13.65849 -29.9704

1982 59.30689 22.74459 6.955687 10.99282

1983 59.60204 15.16157 5.318877 19.91752

1984 48.10545 13.76966 3.538759 34.58613

1985 61.24649 14.87545 3.956526 19.92154

1986 92.33447 19.66511 6.475495 -18.4751

1987 60.86784 14.4844 5.93635 18.71141

1988 55.21433 14.74929 6.556276 23.48011

1989 80.77364 28.87832 20.07285 -29.7248

1990 68.65659 25.19467 7.975008 -1.82627

1991 37.35632 7.861747 4.547657 50.23428

1992 37.64722 4.350811 3.004688 54.99728

1993 51.12572 4.906214 2.766042 41.20203

1994 54.33848 5.186589 3.354839 37.12009

1995 59.83537 5.540743 3.503751 31.12013

1996 61.7435 7.210438 4.915375 26.13069

1997 64.0019 6.394866 0.59024 29.01299

1998 76.65303 9.823355 4.649474 8.874139

1999 76.58326 7.726419 7.248221 8.442100

2000 64.45062 6.294124 15.02934 14.22591

2001 72.21084 9.195707 16.32474 2.268709

2002 70.74585 6.179466 5.707902 17.36678

2003 72.69609 5.07189 4.343969 17.88806

2004 79.56027 7.206506 5.509369 7.723855



的贡献率也比较低，基本维持在个位数。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长导致了环境恶化，排放量增加。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财政

政策导向应该指向人力资本积累，关注民生产业，投入到教育、医疗等领域，提高我国的人

力资本水平。

四、解决市场失灵

利用财政政策促进民生，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市场化能源市场可以解决人口和

政策扭曲带来的环境污染。不过，这个政策实际上是通过鼓励经济增长完成的。所以，经济

增长对于环境带来的影响还无法解决。

遵循Brock et. al. (2004) ，我们可以分解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令 表示来E

自于经济生产的总污染物排放量。令 表示产业 每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 表示产业ia i is
在总产出中的价值比例， 是国民产出。这样，总污染就可以描述为：i Y

1 1

, 1
n n

i i i
i i

E a s Y s
= =

= =∑ ∑其中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各变量的改变量满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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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ˆˆ 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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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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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a s Y
E

π π
=

= + + =∑ 其中

这样，污染物的改变有三个渠道：规模效应 ，组成效应 和技术效应 。如果后两个渠Ŷ ˆis ˆia
道不变，那么随着产出的增长一定会导致污染物的总排放量上升，而且是一一对应。下面分

别考虑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

如果没有产出效应和技术效应，那么纯粹的组成效应为：

1

ˆ ˆ
n

i i
i

E sπ
=

=∑
因为 ，所以可以看到：

1
0n

ii
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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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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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sπ
=

= −∑
等价于 ，这就表明 是否大于零依赖于这个行业单位产出的0i isπ − > i i iE p y E Y> i isπ −

污染物排放是否超过经济总体的平均水平。如果超过这个水平，我们可以称这个行业“肮脏”

行业，如果小于这个水平就可以定义为“清洁”行业。如果我们要依赖组成效应减少污染，

那么我们需要将产出转向更加“清洁”的行业。

如果没有产出效应和组成效应，那么纯粹的技术效应为：

1

ˆ ˆ
n

i i
i

E aπ
=

=∑
此时，如果技术更加干净，那么总污染就会下降。

我们令 表示污染物存量， 表示污染物自然分解的速度。那么，污染物的改变可以X η

表示为：

X E Xη= −̇



在这里面，我们知道 一定是有一个极限的，否则我们的地球就将无法承担。所以，每一X

期的污染物排放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但是由于产出会不断变大，所以，如果需要维持可持续

发展一定要求最清洁的行业其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趋向于零，其他方法都是暂时性的。所

以，我国要彻底解决环境问题，一定要在目前的投资中采用清洁技术。因此，这也提示我们

要改变我国环境污染的长期趋势必须通过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因为只有人的劳动才能是

没有污染的。

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状况。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技术效应和

组成效应，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率是一一对应的。那么，在我国这样一个告诉增

长的国家中，污染物排放量也应该快速增长。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如

下表）和上面描述的污染物排放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得知，我国目前主要的环境污染问题是

空气污染，也就是工业废气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在这之中，其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之

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说明我国的生产结构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变。

表12 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对于工业废气，我们可以先考察确定“肮脏”行业。利用每亿元增加值排放量，可以看

到，高于全国水平的“肮脏”行业为非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

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与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在这之中排名前五位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他采矿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

我们要对这些行业重点关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主要包括水泥制造等。这其中较为特殊的其

他采矿业指对地热资源、矿泉水资源以及其他未列明的自然资源的开采活动。废弃资源和废

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指从各种废料（包括固体废料、废水（液）、废气等）中回收，并使之便

于转化为新的原材料，或适于进一步加工为金属原料的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再加工处理活动

等。这与我国政府指明的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着很大相近，这是因为废气产生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燃料燃烧。所以

对这些行业的管理除了上面的能源市场化措施之外，还需要考虑如何通过激励，改变其生产

技术。在这里面我国对于其他采矿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重视不够，在今后的

环境治理中需要加强重视。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国内生产

总值

8.3％ 9.1% 10% 10.1% 10.4% 11.1%

工业增加

值

8.7% 10% 12.8% 11.5% 11.6% 12.9%



表13 分行业废气排放

工业增加值

（亿元）

工业废气

（亿标立方

米）

每亿元

增加值

排放量

来自燃

料燃烧
比例

全 国 总 计 91075.73 330990 3.63 181637 54.88%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3587.27 2276 0.63 1903 83.6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5986.66 1000 0.17 846 84.6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588.1 1098 1.87 423 38.5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677.57 553 0.82 299 54.07%

非金属矿采选业 378.12 1440 3.81 929 64.51%

其他采矿业 1.81 16 8.84 14 87.50%

农副食品加工业 3492.09 2367 0.68 2097 88.59%

食品制造业 1467.25 1009 0.69 986 97.72%

饮料制造业 1439.08 2250 1.56 2224 98.84%

烟草制品业 2379.74 406 0.17 201 49.51%

纺织业 3962.99 3843 0.97 3784 98.4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833.71 211 0.12 205 97.16%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1172.86 245 0.21 165 67.35%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685.57 881 1.29 484 54.94%

家具制造业 501.09 287 0.57 53 18.47%

造纸及纸制品业 1386.44 5395 3.89 4878 90.42%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557.76 48 0.09 20 41.6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464.94 27 0.06 8 29.6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314.23 10234 4.42 4897 47.8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398.79 19258 3.57 10759 55.87%

医药制造业 1808.09 885 0.49 785 88.70%

化学纤维制造业 604.17 3313 5.48 1507 45.49%

橡胶制品业 714.96 676 0.95 470 69.53%

塑料制品业 1668.88 564 0.34 235 41.6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656.2 65132 17.81 13972 21.4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004.45 73691 10.52 17339 23.5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198 16744 5.24 2728 16.29%

金属制品业 2225.94 1450 0.65 722 49.79%

通用设备制造业 3799.26 1160 0.31 588 50.69%

专用设备制造业 2296.35 633 0.28 369 58.2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933.41 2888 0.59 620 21.4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617.96 551 0.12 136 24.68%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084.3 2072 0.29 207 9.9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967.94 494 0.51 136 27.53%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705.72 230 0.33 29 12.61%



数据来源：《2007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要改变这些行业的生产技术仅仅通过市场是无法解决的，这里面产生的原因是市场失

灵，具体来说是由于不能良好定义产权，从而产生了外部性。因为我们无法很好地定义空气

的所有权，没有办法规定人们具有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力，所以，企业在排放废气的时候就不

会考虑侵犯了别人的权力，从而需要赔偿，进而不需要将这部分记入成本。所以，在这方面 ，

政府必须介入，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企业的激励。

这种政策可以分为两类：激励和规制。

表14 可选择政策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1.规制还是激励

选择规制还是激励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实施成本。这里的实施成本主要是监督成本。所以 ，

最适合实施规制方式的环境是非竞争性行业，例如，仅仅有几家国有企业和少量的非竞争性

私人企业。在我国，最有代表性的这种行业就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此，我国政

府已经进行了大量管制工作。例如，为促进电力工业健康发展，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我国启

动“上大压小”工程，将新建电源项目与关停小火电机组挂钩，在建设大容量、高参数、低

消耗、少排放机组的同时，加快关停高耗能、高污染小火电机组。2007年3月，国家发改委

会同环保总局印发《现有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安

排221个重点项目，约1.37亿千瓦现有燃煤机组实施烟气脱硫，可形成二氧化硫减排能力约

490万吨，加上淘汰落后、燃用低硫煤和节能降耗等措施，到2010年将使现有燃煤电厂二氧

化硫排放总量从2005年的1300万吨下降到502万吨，下降61.4%。

同时，规制政策也适用于污染者众多，征税比较困难的情况，例如，机动车导致的二氧

化硫排放。由于很难监督每一个机动车驾驶者，从而对他的排放物进行征税，所以，政府可

以规定机动车的排放标准，从源头上解决机动车排放问题。

2.环境税还是污染权交易

激励方式来减少污染水平相比于直接规制的方法能够更有效的降低成本。当利用这种方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94.72 682 7.20 677 99.27%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6912.46 101566 14.69 101340 99.7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91.71 736 3.84 582 79.0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15.14 32 0.10 32100.00%

政策

种类

影响变量

价格 数量 技术

激励

直接 排放量收费等 污染权交易等 技术税等

间接 燃料税等 生产许可证交易等 研发补贴

规制

直接 — 排放标准等 技术标准

间接 — 生产禁令等 生产要素或者生产过

程的效率标准



法的时候，所有的污染者都面对相同的价格，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污染水平。控制自己的排

污比较容易的厂商就可以选择多控制，成本比较高的厂商就会选择减少控制。而在规制的条

件下，所有的厂商都需要做出相同的选择，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竞争性的行业里面就

可以选择激励的方法控制污染。

不过，在这之中，我们也需要选择控制价格还是数量。这个选择实际上取决于这二者对

于环境创新的引导作用。一般说来，污染物的数量等于每个行业排放的污染物之和，而每个

行业的污染物数量等于这个行业的产量乘以单位产量的污染物排放量。要想减少污染，主要

是减少重污染行业产量和利用新技术降低单位产量的污染物排放量。前者的降低一般只具有

暂时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产量还会上升，而我们必须要在经济增长的环境中寻求办法。所

以，我们只能寻找可以促进环境创新技术的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Montero(2002)说明这两种政策都会导致技术创新，但是，当市场是完

全竞争的时候，污染权交易和规制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比不上环境税会促进技术创新。所以 ，

在竞争性行业，对于激励政策而言，环境税效果比较好。

3.环境税的实施建议

首先，环境税的税基可以在初期尝试主要关注上面提到的“肮脏”行业，即非金属矿采

选业、其他采矿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

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与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在这之中特别关

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他采矿

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说明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导致的

环境问题主要来自工业废气，其他类型的污染物由于技术效应和组成效应的作用，其治理效

果较好，所以，环境税首先需要关注对于工业废气而言的“肮脏”行业。

其次，我们需要考虑环境税的实施成本。环境税的基础成本为企业为了避免交税，会改

变生产技术，安装污染处理设备所导致的成本。这样，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从社会角度看 ，

总产出可能下降。所以，初步看起来，实施环境税是环境质量和总产出之间的一个替代关系 。

但是，出了基础成本之外，实施环境税还有其他成本。目前国外实施的环境税是最近15年以

来提倡的所谓“绿色税制改革”(green tax reform)，即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劳动所得

税、公司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减少量等于环境税的征收量，从而实现一个税收收入中性

的税收结构变化。在这个减少过程中会产生两个效应：收入回流效应和税收交叉效应。所谓

收入回流效应是减少的劳动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具有扭曲作用，如果减少这

些税收，会促进劳动供给和资本形成，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这样，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

各种收入税会产生“双红利”结果，既改善了环境质量又提高了经济效率。不过，这个“双

红利”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第三个效应：税收交叉效应。这个效应的存在前提是在征收环境税

之前，经济中存在其他对于经济产生扭曲作用的税种。由于环境税的基础成本，企业的生产

成本上升，商品价格也随之上升。这就减少了要素的真实回报率，名义工资和名义利润的购

买力都下降了。如果结合其他现存的对于要素的税收，这就等于环境税加重了这些税负，从

而进一步扭曲了要素市场，这个成本被称为税收交叉效应。所以，如果收入中性的环境税存

在“双红利”，需要收入回流效应大于基础成本和税收交叉效应。实现这点，一般来说需要

三个条件：（1）最初的税收在非环境方面存在非效率，例如不同要素的税收比重相差很大，

各种投资的所得课税标准差别巨大；（2）收入中性的环境税减少了这种非效率；（3）这种效

率改进超过了环境税本身导致的效率损失(Goulder, et. al. 2000)。



能否实现这些条件是一个实证问题。Shackleton et al. (1992)利用四个美国的动态模型表

明，如果相应减少利润税，那么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可以提高的效率占到美国GDP
的1.7%，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收益。Shah and Larsen (1992)分析了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 、

巴基斯坦和印度。他们发现，如果等量减少资本利得税可以促进经济福利的提高，但要求现

存的资本利得税很高。不过，Barker, Bayliss and Madsen (1993)考虑英国的情况发现，削减

赤字导致了GDP下降0.4%，但是如果税收减少可以提高GDP合计0.3%。可见，从实证角度

也说明在存在较高所得税条件下，“双红利”很有可能实现。对于我国来的说，结合目前新

劳动法实施产生的紧缩，如果我国实行环境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等，会对于实现“双红

利”目标有帮助。所以，我国在实施环境税的同时，可以考虑利用税收收入中性的税制结构

调整。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都是很

严重的，这已经危害到了人们的健康和经济增长的潜力。从原因角度讲，我国环境污染的主

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和经济增长，一些不当的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促进民生的

财政政策和能源市场化，我们可以解决人口压力和不当政策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垄断行

业实施规制，同时在“肮脏”行业实行环境税，可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污染排放问题 ，

并可能创造“双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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